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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 PCR-GLOBWB 模型模拟长江流域自然情景和人类活动情景下的月径流过程,使用

Mann-Kendall 突变检验划分基准期和影响期,并基于标准化径流指数和广义极值分布计算了不同

重现期两种情景下的极端高流和极端低流变化范围,定量评估了长江流域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

极端径流演变的贡献程度。 结果表明:气候变化是长江流域极端高流和极端低流变化的主要贡献

因素;气候变化加剧了长江上游中部及中、下游地区的极端高流和极端低流发生的严重程度;人类

活动对于极端高流和极端低流影响的区域差异性显著,缓解了丹江口水库和四川盆地极端高流的

严重程度,但加重了中、下游的极端低流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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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CR-GLOBWB
 

model
 

was
 

employed
 

to
 

simulate
 

monthly
 

runoff
 

process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
 

and
 

human-influenced
 

scenarios.
 

The
 

Mann-Kendall
 

mutation
 

test
 

was
 

applied
 

to
 

delineate
 

the
 

baseline
 

period
 

and
 

the
 

impacted
 

period.
 

Based
 

on
 

standardized
 

runoff
 

index
 

and
 

generalized
 

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
 

the
 

range
 

of
 

extreme
 

high
 

flow
 

and
 

extreme
 

low
 

flow
 

changes
 

under
 

two
 

scenarios
 

with
 

different
 

recurrence
 

periods
 

was
 

calculated,
 

and
 

quantitatively
 

evaluated
 

the
 

contribu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to
 

the
 

evolution
 

of
 

extreme
 

runoff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limate
 

change
 

is
 

the
 

main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he
 

extreme
 

high
 

and
 

low
 

flow
 

chan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Climate
 

change
 

has
 

intensified
 

the
 

severity
 

of
 

extreme
 

high
 

flow
 

and
 

l
 

extreme
 

low
 

flow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upper
 

reaches
 

and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extreme
 

high
 

flow
 

and
 

l
 

extreme
 

low
 

flow
 

are
 

significant,
 

alleviating
 

the
 

severity
 

of
 

extreme
 

high
 

currents
 

in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and
 

Sichuan
 

Basin,
 

but
 

exacerbating
 

the
 

severity
 

of
 

extreme
 

low
 

flow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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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全球水资源的循环过程

的叠合影响,导致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极端旱涝灾

害等极值事件频发,造成大量经济损失以及大面积

基础设施被破坏[1-3] 。 由于极端水文事件(极端低

流、极端高流等)对流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大,
破坏能力强,已成为水文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4] 。
长江流域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也是世

界上水资源最丰富的流域之一,其优越的自然环境

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但随着气候变暖

和人类活动加剧,长江流域饱受极端径流事件的危

害,已有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 例如:Huang 等[5] 对

长江流域极端径流的时空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极

端径流在源区和中上游增加,而在中游减少;曹丽娟

等[6]发现未来长江流域干流极端高流在夏季出现

的可能性降低而在其他季节升高;黄丹青等[7] 研究

发现极端降雨事件在长江中游、西南部分地区以及

下游局部地区呈现显著增加、增强趋势。 目前,大部

分研究聚焦于流域内极端事件的时空变化特征,但
针对极端径流变化的归因分析仍较为有限,尤其是

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角度进行系统的定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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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较为缺乏。 随着极端径流的变化加剧,如何定量

分离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极端径流变化的作用是

目前研究的难点[8] 。 Zhu 等[9]基于机器学习模拟径

流,分析了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金沙江流域极端

低流 的 影 响。 吴 立 钰 等[10] 采 用 VIC ( variable
 

infiltration
 

capacity)模型模拟了伊逊河流域径流,并
将其与观测资料进行对比,从而分析了影响径流变

化的因素。 虽然这些研究考虑了人类活动的影响,
但大多通过概化的方式进行描述,无法全面地评估

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系统的影响。 具有模块化结构的

PCR-GLOBWB ( PCRaster
 

global
 

water
 

balance ) 模

型[11]可以充分考虑人类活动(灌溉、工业用水、生活

用水等)对径流的影响,为定量分析人类活动对水

文过程的影响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Wu 等[12] 基于

PCR-GLOBWB 模型量化了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蓝

绿水的影响;杨肖丽等[13] 利用 PCR-GLOBWB 模型

模拟了人类活动下长江流域水文过程,从而评估了

人类活动对水文干旱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以长江流域为研究区,利用 PCR-

GLOBWB 模型定量模拟人类活动对流域内水文过

程的影响,使用 Mann-Kendall( M-K) 突变检验划定

研究 基 准 期 和 影 响 期, 结 合 标 准 化 径 流 指 数

(standardized
 

runoff
 

index,
 

SRI) 和广义极值分布

(generalized
 

extreme
 

value,GEV),计算不同重现期

下极端高流和极端低流的变化差异,以期为流域极

端事件的早期预警提供理论支撑。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 1　 研究区概况

长江 是 国 内 第 一 大 河 流, 河 流 总 长 超 过

6 300 km,先后流经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最后注

入东 海。 长 江 流 域 位 于 24° 30′ N ~ 35° 45′ N、
 

90°33′E ~122°25′E,地跨热带、亚热带和暖温带,总
面积达 180 万 km2,大部分地区处于亚热带季风气

候,多年平均气温为 15℃ ,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 100 mm。 长江流域从上游到下游依次经过高原、
山脉、盆地以及平原,复杂的地形导致长江流域降水

量时空分布差异较大,在空间上呈现东南多、西北少

的分布格局,降雨多集中在夏季[14-15] 。 为研究长江

流域极端径流的空间变化和特征,本文将长江流域

划分为上、中、下游 3 个子流域,如图 1 所示。
1. 2　 数据来源

本文收集的观测数据包括:长江流域 1961—
2020 年日降水量和气温数据 (中国气象数据网,
http: / / data. cma. cn / ), 长 江 流 域 主 要 水 文 站

2006—2015 年的逐日径流量观测数据,包括寸滩、

图 1　 长江流域概况

Fig. 1　 Overview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万县、朱沱、宜昌、高场、九江、汉口、螺山、大通共

9 个水文站。
PCR-GLOBWB 模型所需的背景参数、植被参

数、土壤参数和地下水参数通过全球共享数据确定。
其中,背景参数根据 DEM 确定, 植被参数采用

GLCCv2. 0
 

map 数据确定,土壤参数根据联合国粮

农组织 10 km 分辨率的土壤类型图及土壤特性表确

定,地下水参数基于美国地质调查局 1 km 分辨率的

Hydro1k 数据库确定[14] 。

2　 研究方法

2. 1　 PCR-GLOBWB 模型

基于 10 km 分辨率网格的 PCR-GLOBWB 模型

能够充分考虑人类取用水,可以更加精确地模拟流

域的水文过程[15] ,是评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

资源影响的有效工具[16] 。 该模型具有灵活的模块

化结构,其人类活动模块中包括生活、工业、灌溉和

水库调度等,可以充分考虑人类活动取用水以及水

库、灌溉用水等方面的水资源过程,也可以基于气象

驱动模块来模拟自然气候变化下的流域径流过程。
本文通过开启 / 关闭人类活动模块来设置自然情景

(关闭所有人类活动模块)和人类活动情景(开启所

有人类活动模块) 两种情景,通过两种情景下的径

流模拟数据之间的差异,对比分析长江流域极端径

流受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程度。
2. 2　 SRI

SRI 在时间上具有灵活简单的特点,在各种时

间尺度上都可以较好地描述流域干旱和洪涝情况。
该指数由 Shukla 等[17] 于 2008 年提出,其计算过程

是根据已知给定时间尺度的径流累积值的分布函

数,将其转化为标准正态分布值[18] 。 在提取 SRI 的

各种分布函数中,本文采用了 GEV 分布来拟合具有

独立参数的月径流序列,计算 SRI 的时间尺度为

1 月。 根据得到的 1 月尺度的 SRI 来对极端径流进

行分类,选择每年最小的 SRI 构建极端低流序列,选
择每年最大的 SRI 构建极端高流序列。 其中,SRI

·2·



负值越小,极端低流越小;SRI 正值越大,极端高流

越大。
2. 3　 极端径流变化的归因分析方法

采用突变检验方法检验长江流域径流过程的突

变时间,基于突变检验方法的结果,将研究时段划分

为基准期和影响期。 M-K 检验法是研究长时间序

列的气象或水文数据突变情况的常用方法,其样本

不必遵从某一特定分布,分析结果也不受少数异常

值的干扰,因此可用于揭示整体时间序列的突变情

况与趋势变化[19] 。 在此基础上,结合长江流域经济

发展、水利设施建设以及国家政策来进一步确定突

变点,提高突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20-21] 。
基于突变检验结果,将研究时段划分为基准期和影

响期。
与非极端事件相比,极端事件具有发生频率低、

破坏程度大的特点。 极值统计理论研究的发展为极

端事件的统计分析提供了研究基础,GEV 分布[22]基

于极值统计理论的框架,为极端事件提供了事件发

生概率的推论。 采用 GEV 分布对 PCR-GLOBWB 模

型模拟的长江流域径流的 SRI 极端序列进行拟合。
GEV 分布函数表达式为

F(x;σ,μ,ξ) = exp - 1 + ξ x - μ
σ( )é

ë
êê

ù

û
úú

- 1
ξ

{ }·

1 + ξ x - μ
σ( )é

ë
êê

ù

û
úú > 0 (1)

式中:x 为自变量; σ 为尺度参数; μ 为位置参数; ξ
为形状参数。

重现期是在一定年代的记录资料统计期间内,
大于或等于某量级的水文要素出现一次的平均间隔

时间[23] 。 计算 GEV 分布中相应重现期的极值:
ET = qF(PT;σ,μ,ξ) (2)

其中 PT = 1 - 1 / T
式中:T 为重现期;ET 为 GEV 分布中的重现期 T 下

的极值;q 为
 

GEV 分布的分位数。
设 ET,o 为重现期 T 下基准期自然情景中的极

值,ET,n 为重现期 T 下影响期自然情景中的极值,
ET,h 为重现期 T 下影响期人类活动情景中的极值,
则重现期 T 下的极值总变化 ΔET 计算公式见

式(3),气候变化影响的极值变化 ΔET,c 计算公式见

式(4),人类活动影响的极值变化 ΔET,h 的计算公式

见式(5)。 对于极端低流,ΔET <0 表示极端低流降

低,ΔET>0 表示极端低流增加;对于极端高流,ΔET<
0 表示极端高流降低,ΔET>0 表示极端高流增加。

ΔET =ET,h -ET,o (3)
ΔET,c =ET,n -ET,o (4)

ΔET,h = ΔET - ΔET,c (5)

3　 结果与分析

3. 1　 PCR-GLOBWB 模型模拟精度及径流突变特征

基于长江流域干流上的主要水文站 2006—
2015 年的径流观测数据,采用相关系数( r)和纳什

系数(NSE)评价 PCR-GLOBWB 模型模拟的月径流

过程精度[24] 。 水文站实际观测的径流数据包含了

人类活动的影响,因此对于 PCR-GLOBWB 模型模

拟精度的验证是在人类活动情景下进行的,结果见

表 1。 由表 1 可见,PCR-GLOBWB 模型模拟结果的

NSE 值均在 0. 6 以上,其中寸滩站、朱沱站、九江站、
汉口站、螺山站、大通站的 NSE 均大于 0. 8;除宜昌

站 r 值为 0. 85,其余水文站的 r 值都在 0. 9 以上。
表明 PCR-GLOBWB 模型能够很好地模拟长江流域

的径流过程,其模拟结果可以用来进一步分析气候

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极端径流的影响。
表 1　 PCR-GLOBWB 模型模拟精度

Table
 

1　 Simulation
 

accuracy
 

of
 

PCR-GLOBWB
 

model

水文站 NSE r

寸滩 0. 82 0. 94
万县 0. 79 0. 91
朱沱 0. 87 0. 95
宜昌 0. 61 0. 85
高场 0. 64 0. 94
九江 0. 86 0. 95
汉口 0. 84 0. 94
螺山 0. 84 0. 94
大通 0. 90 0. 97

图 2　 模拟径流过程的 M-K 突变检验 Z 值变化

Fig. 2　 Change
 

of
 

Z
 

value
 

of
 

M-K
 

mutation
 

test
 

of
 

simulated
 

runoff
 

process

图 2 为模拟径流过程的 M-K 突变检验 Z 值变

化。 由图 2 可见,1961—1980 年长江流域的径流过

程呈上下波动的变化趋势,1980 年以后基本呈增长

趋势。 UF 和 UB 两条曲线在 1990—2000 年存在多

个交点,去除处于末端的交点,可以确定长江流域径

流序列在 20 世纪 90 年代存在突变特征。 有学者也

得到相同的结论,Zeng 等[25]在对长江上游径流变化

特征的研究中发现长江上游及其支流均于 1990 年

后出现突变;Zhu 等[9] 在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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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极端低流的贡献研究中发现长江支流金沙江流域

径流在 1990 年后出现突变。 基于此, 本文确定

1991 年为长江流域径流序列突变年份,划分 1961—
1990 年为基准期,1991—2020 年为影响期。

图 3　 不同时期两种情景下极端径流的 GEV 分布

Fig. 3　 GEV
 

distribution
 

of
 

extreme
 

runoff
 

under
 

two
 

scenarios
 

in
 

different
 

periods

图 4　 不同时期及重现期的两种情景下极端低流的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xtreme
 

low
 

current
 

under
 

two
 

scenarios
 

with
 

different
 

periods
 

and
 

recurrence
 

periods

3. 2　 长江流域极端径流事件的频率特征

基于 PCR-GLOBWB 模型模拟的长江流域径流

序列,计算基准期和影响期自然情景和人类活动情

景下的 1 月尺度的 SRI,提取每年最大 SRI 值作为

极端高流序列,每年最小 SRI 值作为极端低流序列。
极端低流序列进行 GEV 分布拟合时需先乘以-1 进

行转换,而极端高流序列直接进行 GEV 分布拟合,
再利用最大似然算法推导出 GEV 的位置、形状和尺

度参数,得到不同时期两种情景下极端径流的 GEV
分布,如图 3 所示。 结果表明,决定系数(R2 )均在

0. 94 以上,均方误差( MSE)都在 0. 003 以下,说明

GEV 分布拟合效果较好。
设置第 90、95、98、99 百分位数分别代表重现期

为 10、20、50、100 a 对应的极端径流,通过计算不同

重现期下的不同因素影响的极端旱涝变化来分析气

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极端径流的影响。 图 4 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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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及重现期的两种情景下极端低流的空间分布,
可见影响期自然情景和人类活动情景在不同重现期

下的 SRI 相较于基准期在长江流域的上游源区有所

增加,极端低流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有着

显著的增加,极端低流事件得到缓解,而在长江流域

中、下游地区的极端低流有所降低,极端低流事件加

剧。 两种情景下极端低流随重现期的增大而逐步降

低,而影响期自然情景和人类活动情景下上游源区

的极端低流的变化小于中、下游。 此外,相较于气候

变化,人类活动会增加流域极端低流的出现。 这些

结果表明长江流域内极端低流的动态复杂性,并说

明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人类活动起到一定的调节

作用。

图 5　 不同时期及重现期的两种情景下极端高流的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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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eme
 

high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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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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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为不同时期及重现期的两种情景下极端高

流的空间分布,与极端低流的空间分布不同,相较于

基准期,影响期自然和人类活动情景下极端高流对

应的 SRI 在上游源区有所增加,极端高流事件在气

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有所加剧。 与气候

变化主导的极端高流事件相比,中、下游人类活动的

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影响,这一现象可能

与中下游地区大量水库及水利设施的建设有关。
中、下游水利基础设施通过精细化的水资源管理和

调度策略,有效地调节了长江流域内的径流过程。
在洪水季节,水库能够发挥重要的蓄洪滞洪功能,通
过拦蓄多余的洪水,降低了下游极端高流严重程度。
而在枯水季节,通过合理的水资源管理调度,为下游

地区提供必要的生态补水和生活、生产用水,缓解了

极端低流的问题。 这些水利设施对长江流域径流的

调节起到了削减洪水和补充枯水的作用,从而在整

体上减轻了极端高流事件的严重性。
3. 3　 长江流域年极端径流变化归因分析

图 6 为不同重现期下各因素影响极端低流的变

化范围空间分布。 由图 6 可见,长江流域上游源区

极端低流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下有一

定的缓解,其中气候变化的影响显著大于人类活动

的影响,气候变化是主导因素。 在长江流域的上游

中部和中游,气候变化因素在大面积上减少了极端

低流,而人类活动主要起到减缓极端低流的影响作

用,这是由于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粗放式发展,认识到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实施了退耕

还林政策以及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 在长

江流域下游,人类活动相较于气候变化在加剧极端

低流事件方面起到了更显著的作用,这主要归因于

下游的人类活动用水更多,加剧了极端低流的危害。
图 7 为不同重现期下各因素影响极端高流的

变化范围空间分布。 由图 7 可见,极端高流变化在

长江上游源区与极端低流相似,人类活动对极端高

流的影响较小,源区极端高流加剧主要是受气候变

化影响。 在其他区域,极端高流变化范围的空间分

布与极端低流不同。 在长江流域上游中部以及中、
下游,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都加剧了极端高流情况,
但在上游四川盆地以及中游北部的丹江口水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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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重现期下各因素影响极端低流的变化范围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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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重现期下各因素影响极端高流的变化范围空间分布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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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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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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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较大地消减了极端高流,这可能是由于水

库等水利设施的建设对流域极端高流起到了泄洪作

用,而且随着重现期增大消减作用越明显。 在长江

流域中、下游极端高流呈现加剧的趋势,由于中、下

游有着大面积的灌区,大量的灌溉用水导致区域的

极端高流风险增加。
图 8 为栅格尺度上极端径流受气候变化和人类

活动影响的变化范围,可以看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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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极端径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由图 8 ( a)
(b)可见,大部分箱体位于 0 以上,尤其是在第 99
百分位数,表明人类活动主要加剧了极端高流事件,
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极端低流的情况。 人类活

动,如灌溉用水、土地利用变化等,通常会改变自然

水文过程,增加极端高流事件的强度和频率。 同时,
水库调度也能减缓干旱期的极端低流现象。 由

图 8(c)可见,极端高流事件的变化范围表现出较为

平均的分布,显示气候变化对极端高流加剧和减缓

的影响相差不大。 相比之下,图 8(d)中大部分箱体

位于 0 以下,表明气候变化对极端低流的影响主要

是加剧的。 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蒸发量增加及降水

模式的变化,一些地区的干旱和水资源匮乏现象变

得更加严重,导致极端低流现象的发生频率和强度

增加。 从箱体的范围来看,人类活动影响的变化范

围小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径流的变化范围中,人
类活动影响是气候变化影响的 10% ~ 20%,说明气

候变化是极端径流变化的主导因素。

图 8　 栅格尺度上极端径流受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变化范围

Fig. 8　 Range
 

of
 

changes
 

in
 

extreme
 

runoff
 

affected
 

by
 

human
 

activ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on
 

grid
 

scale

表 2　 不同重现期下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径流的栅格占比

Table
 

2　 Grid
 

proportion
 

of
 

extreme
 

runoff
 

exacerbated
 

by
 

human
 

activ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under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事件 重现期 / a
上游栅格占比 / % 中游栅格占比 / % 下游栅格占比 / %

总变化 人类活动 气候变化 总变化 人类活动 气候变化 总变化 人类活动 气候变化

极端高流

极端低流

10 59
 

31
 

58
 

57
 

43
 

52
 

81
 

56
 

79
 

20 61
 

31
 

60
 

56
 

43
 

50
 

77
 

56
 

73
 

50 62
 

32
 

61
 

54
 

43
 

49
 

73
 

56
 

67
 

100 62
 

33
 

61
 

53
 

43
 

48
 

70
 

55
 

65
 

10 43
 

31
 

44
 

60
 

41
 

63
 

25
 

53
 

25
 

20 44
 

30
 

45
 

62
 

41
 

64
 

29
 

52
 

30
 

50 45
 

29
 

46
 

62
 

41
 

64
 

37
 

55
 

37
 

100 45
 

29
 

47
 

62
 

41
 

64
 

40
 

56
 

41
 

表 2 为不同重现期下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加剧

极端径流的栅格占比。 由表 2 可见,上、中、下游人

类活动加剧的重现期为 100a 的极端低流的栅格占

比分别为 29%、41%和 56%,加剧极端高流的栅格占

比分别为 33%、43%和 55%,表明从上游到下游人类

活动加剧极端径流的影响占比逐步扩大。 上、中、下
游人类活动导致极端高流加剧的占比相对较小,栅

格占比为 29% ~ 56%,而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栅格占

比为 25% ~ 79%。 在加剧极端低流方面,人类活动

在上、中游的影响栅格占比小于气候变化,但下游人

类活动大于气候变化。 从上游到下游,人类活动的

影响加剧的栅格占比逐步增加。

4　 讨　 论

近年气候变化对径流变化的影响研究表明,气
温上升、降水模式变化是导致流域极端水文事件

(如极端高流和极端低流) 变化的重要因素[26-28] 。
Chen 等[29]的研究指出,长江流域源区金沙江上、中
游地区影响极端径流变化的主导因素是气候变化,
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 人类活动对极端低流起到缓

解的作用,可能是因为水库等水利工程能够有效调

节水流,减少极端低流事件,吴凡等[30] 的研究发现

在 1990 年后水利工程对长江流域削洪补枯的作用

明显提升,减缓了干旱的影响。 同时,长江流域中、
下游四川盆地和丹江口水库地区的水利设施有效缓

解了极端高流现象,调控作用明显。 此外,在长江

中、下游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城市化进程等会

加剧极端高流的发生,与 Wang 等[31] 的研究结论

一致。
本文采用 PCR-GLOBWB 模型对长江流域的径

流序列进行模拟,整体效果较好,但也存在部分站点

的 NSE 较低,这可能是因为 PCR-GLOBWB 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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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数据(如气候、土地利用、水库取用水等)存在

误差或不完整性,在部分地区模型未能较好地模拟

水循环等一系列水文过程,进而影响径流模拟的准

确性。 未来可进一步补充输入数据,完善流域的参

数率定过程,降低模型的不确定性,提高模拟结果的

可靠性。

5　 结　 论

a.
 

利用 PCR-GLOBWB 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长

江流域径流过程,全部水文站的 NSE 值在 0. 6 以

上,大部分水文站的 r 值在 0. 9 以上。 长江流域径

流过程的突变发生在 1991 年,基于此将研究时段划

分为基准期 ( 1961—1990 年) 和影响期 ( 1991—
2020 年)。

b.
 

气候变化因素是导致长江流域极端径流变

化的主要因素,尤其在上游源区。 气候变化加剧了

上游中部及中、下游地区的极端径流事件,而人类活

动对极端低流有所缓解。 在四川盆地及丹江口水库

区域,水库等水利设施有效减轻了极端高流,但在

中、下游地区却加剧了此类灾害。
c.

 

气候变化加剧极端低流的栅格占比大于人

类活动,人类活动影响的栅格占比约为气候变化影

响的 52% ~ 90%。 从上游到下游,人类活动对百年

一遇的极端径流的影响逐步提高,栅格占比从 30%
左右增加到 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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